
　 　 　 社科研究与评价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0
 

No. 6
 

2024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pj. 2024. 04. 005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袁川,张婷,董泽芳.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影响机制研究———以西部地区高校为

例[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38- 15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 5831. pj. 2024.

04. 005.

Citation
 

Format:
 

YUAN
 

Chuan,
 

ZHANG
 

Ting,
 

DONG
 

Zefang.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high
 

level
 

talent
 

flow
 

inten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aking
 

western
 

region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6):138-15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pj. 2024. 04. 005.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贵州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跟踪调查研究”(19GZZD20)

作者简介:袁川,博士,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科学学院教授,Email:
 

595607241@ qq. com;张婷(通信作者),华中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董泽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高层次
人才流动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以西部地区高校为例

袁　 川1a,1b,张　 婷1a,1b,2,董泽芳2

(1. 贵州师范学院
 

a. 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b. 教育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高层次人才是生产力中的劳动力主体要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而高层次人

才流动正是劳动力价格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政策

的驱动下,西部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基于“博士比”“教授比”等“人才硬指标”
考核评估压力而导致的人才资源相对不足问题依然较为严峻,吸引优秀高层次人才加盟便成为高校赢

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这一社会共识促使高校和科研单位竞相对外采取人才“挖角”模式,由此引起了

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合理性流动”的质疑。 为进一步探究新时代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
内在动因与作用机制,文章采用文献梳理和扎根田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西部地区高校进行研究,发现

“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较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全面的服务保障期望值、理
想的社会适应期望值、优良的人才环境期望值”等六个主范畴共同构成了“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

动意愿”的影响因素,且对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分析影响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

愿的深层次原因发现,经济待遇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科研发展与考核评价是高层次人才流

动的内在动因,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二者共同反映了高层次人才流动价值与流动意愿的关

系;服务保障、社会适应、人才环境三因素构成了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内外情境,既通过影响流动价值间接

作用于流动意愿,也调节着流动价值与流动意愿的关系。 因此,可以用“直接原因→内在动因(属于直接



袁川,等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影响机制研究———以西部地区高校为例

原因)→内外情景→流动意愿”这一故事线来描述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现象,其核心范畴

可以确定为“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机制”。 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尤其是

在基于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模型情形下,应从关注“心理收入”、建设发展平台、完善制度

保障和培养情感认同等方面调适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双一流”建设;高层次人才;人才流动;西部地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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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高层次人才是生产力中的劳动力主体要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而高层次人才

流动正是劳动力价格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事实上,高层次人才流

动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流动既有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助于知识的传

播与技术的扩散” [1] ,更是当前和今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人才资源保障[2-4] 。 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各级党委和政府相继启动一系列

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和支撑计划(亦称“人才计划”),为人才队伍数量扩容与质量升级奠定了良好

基础,为“人才流动在空间维度上实现均衡” [5] 创造了条件。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6] 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些“人才计划”在

推进人才大汇聚、赢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考核标准和事实依据。
特别是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驱动下,西部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基于“博

士比”“教授比”等人才硬指标考核评估压力而导致的人才资源相对不足问题依然较为严峻,吸引优

秀高层次人才加盟便成为高校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这一社会共识促使高校和科研单位竞相

对外采取人才“挖角”模式,由此引起了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合理性流动[7] 的质疑。 为此,国家相关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引导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性流动。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快直属高

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在薪酬、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采

取倾斜政策,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 实际上,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是劳

动力价格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呈现的一种正常方式。 从历史上看,正式的高层次人才流动伴随

着大学教育机构的产生而出现,“早期的科学家与技能人才的地理迁移与费用和兴趣有关” [8] ,如中

世纪时期“正是由于欧内乌斯对罗马法的学习研究以及作为教师而特有的迷人风格,使博洛尼亚大

学成为著名的具有革命精神的罗马法教学中心,由于其在法学上的声誉,大批教师和学生从欧洲各

地涌入这座城市” [9] 。 近现代以来,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呈现单向态势(单向流动),即“人才从外围

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单向迁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才输出国的净损失和人才接收国的收益” [10] 。 进

入 21 世纪,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政策优势,特别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各种政策举措的实施,致使高层次人才的单向流动逐渐转变为人才环流[11] ( 或人才流动三

角模式)。
可以认为,从人才单向流动到人才环流的流向转变,正是劳动力价格对人才资源配置发挥作用

的结果,亦是西部地区高校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管理机制亟待厘清和解决的重要论题,对此

引起了学术界的实践反思与理论探讨。 综观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对高层次人才流动进行理论分

析的研究成果较多,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文献则较为少见,仅有的研究资料大多是以人才流动规

律[12-13] 、人才流动特征[14-15] 、人才流动模式[16-18] 、人才流动影响因素[19-22]
 

人才流动功能[23-24]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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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治理[25-26]等为研究对象,或者是对发达国家[27-28]或优势竞争地区[29-30] 的高层次人才跨区

流动进行一定层面的现状描述,鲜有对我国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动进行理论与实证互动研究的

成果。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基于理论与实证互动研究的视角,探究新时代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

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内在动因与作用机制,希望为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使用和培养提供一定的

学术支撑。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国内学者对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现状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鲜有运用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黎庆兴等[31]基于“推拉理论”对高校人才流动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强调“经济待遇是影响高层

次人才流动的主要动因,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教学科研条件和氛围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区域因素

同样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由经济不发达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 白强

等[32]从“符号生产”视角阐释了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薪酬待遇、配套政策、学术再造、绩效杠杆以

及协同行动等生产机制。 实际上,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是一项社会组织的人才配置现象,从社会组

织视角建构研究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经前期文献梳理和扎根田野调查,发现“较高的

经济待遇期望值、较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全面的服务保障期望值、理想的

社会适应期望值、优良的人才环境期望值”等六个主范畴共同构成了“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

动意愿”的影响因素,且对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可以用“直接原因→内在动因

(直接原因)→内外情景→流动意愿”这一故事线描述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现象,其核心范

畴可以确定为“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机制”。 根据故事线与相关范畴的内在关

联性,研究构建了“新时代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图 1)。

图 1　 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

其中,由“住房保障、流动经费和工资福利”构成的“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是西部地区高校高

层次人才流动的直接原因或显性因素;由“科研硬件、科研氛围和科研经费”构成的“较好的科研发

展期望值”以及由“教学评价、科研评价和绩效考核”构成的“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是高校高层

次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因,直接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共同反映了高层次人才流动价值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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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意愿的关系。 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较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与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均属西

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理智辨识,是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关键考量标准。 由“引才服

务、工作服务和生活服务”构成的“全面的服务保障期望值”,由“生活适应、工作适应和文化适用”
组成的“理想的社会适应期望值”,以及由“重视人才、安心工作和自我价值”组成的“优良的人才环

境期望值”三个因素,共同构成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内外情境,向外与“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较好

的科研发展期望值与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向内通过影响流动价值间接作

用于流动意愿,也调节着流动价值与流动意愿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对象为在西部地区 Q 省高校就职的博士或正高级职称高层次人才,Q 省具有西部地区

的共性特征,属西部欠发达、欠开发的浅内陆多民族聚居山地省份,贫困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
是“十三五”时期全国脱贫攻坚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Q 省的独特优势是气候温润、生态环境较好,
且该省自然资源富足、禀赋条件较好和优势矿产多样,但 Q 省的高等教育发展滞后,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近 10 个百分点,该省的主要劣势是人才资源不足和区位优势不突出,人
才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动频率较大,亦是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失的重灾区。 据 2016 年到 2020 年

对 7 所高校的不完全跟踪调查,5 年间 7 所高校共引进博士 952 人,而流失博士共 116 人,正高职称

人才流失高达 124 人。 值得注意的是,流失的高层次人才多数是高校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青

年学术骨干。 从总体上说,Q 省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基于此,Q 省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在西部地区具有极强的代表性,研究采取理论抽样

 

(Theoretical
 

Sampling)
 

的方式进行调研,包括 3 所省属本科高校和 4 所地(市)属本科高校,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是博士学历或正高级职称。 研究遵循学术伦理规范,共访谈了 22 位博士或正高级职称高层次人才,
访谈内容包括高层次人才个人介绍,高层次人才对流动的认识、态度、价值、问题、困惑、原因、解决

策略等,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固有的模式,访谈随时而为,随性而起,在访谈过程中要根据访谈对象

的个体情况灵活机动随机发问,只有这样,才能收集到更深层次的研究资料,才能使研究更加深入

和更加全面,研究的结论也才更具有代表性。 最后,研究以理论饱和度为准则确定样本数量,最终

选择到 22 个访谈对象,均为博士或正高职称高层次人才,共收集 20 余万字的访谈记录及相关文献

资料,正式行文时随机选择 16 份访谈记录(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 1)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建构,依次

标记为
 

Q1—Q16。 另外 6 份访谈记录则用作理论饱和度检验,均具有理论上的饱和度。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学科 籍贯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学科 籍贯

Q1 女 43 农科 非 Q Q9 男 43 文科 Q 省

Q2 男 38 文科 Q 省 Q10 男 33 医学 非 Q

Q3 女 36 文科 Q 省 Q11 男 46 工科 非 Q

Q4 男 41 理科 Q 省 Q12 女 42 文科 Q 省

Q5 女 40 理科 Q 省 Q13 男 50 理科 非 Q

Q6 男 42 农科 非 Q Q14 男 30 医学 非 Q

Q7 女 50 文科 非 Q Q15 女 36 工科 Q 省

Q8 男 33 工科 非 Q Q16 男 50 文科 Q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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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与讨论

(一)高层次人才对流动的理智辨识直接影响流动意愿

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抑或安定,其理智辨识的考量标准包括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较
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与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 经济待遇期望值是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直接动因,
较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与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是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因。 高层次人才流动

的直接动因和流动的内在动因统称为流动效价,同属引发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直接原因,是高层次人

才对流动效益和流动价值的理智辨识测度,也是高层次人才流动价值测度的重要参考标准,对高层

次人才的流动辨识和流动判断起着决定性影响,三者直接影响其流动意愿。
1. 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来源有两类:一类来源于西部地区本土培养,包括籍贯在西部地

区,由西部地区本土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以及籍贯在外地省区,但已在西部地区学习、工作或安家落

户,后经学历提升仍回西部地区本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另一类是西部地区本土引进的籍贯是外地

省区的高层次人才。 高层次人才汇聚西部欠发达省区,这一方面彰显了我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进程中的人才建设成效,西部地区已建立健全了有利于吸引、激励和留住人才的体制机

制,另一方面亦显示了我国的高层次人才胸怀“国之大者”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深刻擘画了新时

代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大丈夫”精神与理想人格。 当然,对选择到西部地区建功立业的高层次人才

而言,经济待遇考量是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到西部地区工作不仅意味着住房有保障,有较高的人

才引进安家费和住房补贴,还有在职称评聘方面的优惠政策及与之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 通常情

况下,对住房保障的期许、对流动经费的憧憬、对工资福利的祈盼正向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

愿,而对子女教育的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负向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在住房保障的期许

方面,高层次人才是人才群体中的高端部分,对以住房为基础的高质量生活具有较高期待,如果没

有家庭经济支持而选择到发达省区工作,看似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背后,实则是难以填补的收支逆

差,入不敷出,这就不难理解“博士毕业时已在东部沿海城市就业,但当地房价太高,买不起房,最后

决定来西部地区”(Q1)这样的行为。 在流动经费的憧憬方面,对经过多年寒窗苦读的高层次人才

而言,能在博士毕业后获得一笔不小的人才引进安家费和购房补贴,“这确实能解决高层次人才的

许多现实问题”(Q10),有的单位还提供“校发博士人才津贴” ( Q14),这充分反映西部地区对高层

次人才的重视。 在工资福利的祈盼方面,选择到西部地区就业的博士较多均能获得副高及以上职

称的工资待遇,相对当地的购买力来说,“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Q9),当然,也存在子女上学难、
上学贵的困境与矛盾,如“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得到处去找适合的学校” ( Q3),这说明西部地区基础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 较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高层次人才是一个结构性概念,是人才结构之中的高端群体,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在学

科或专业领域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学历层次和职称等级较高,在业内享有较高的学术

影响和职业声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承担重要工作任务并引领行业发展方向,通过自身的创造性

劳动作用于自然和社会并取得创新性成果,在某一领域、行业或某个方面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

出突出贡献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显然,高层次人才具有区域性和时间性特点,其判识标准与时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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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然联系,且受时空的影响和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高层次人才的本质在于学历层次较高、获得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备省部级及以上学术称号,以科研活动为基础的职业生涯是高层次人才

获取学术声誉和职业声望的基础,科研活动无疑是高层次人才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 研究发现,较
好的科研发展期望值是高层次人才较为关注的中心论题,希望用人单位有较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
有较好的科研设备和条件以及提供较高的科研经费和报账服务已成为广大高层次人才的普遍共

识,对科研氛围的期许、对科研硬件的憧憬以及对科研经费的祈盼直接影响着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

的流动意愿。 具体而言,在科研氛围的期许方面,工作单位有硕士、博士点的高校,高层次人才普遍

感觉“科研氛围较好,教师比较重视科研工作” (Q1);反之,新建本科高校的高层次人才感觉“教学

任务较重,教师从事科研的意识不够”(Q5);工作单位无硕士点、博士点的高层次人才“科研活动较

少开展,科研成果的发表较困难” ( Q13)。 在科研硬件的憧憬方面,在新校区办公的高校条件设施

相对较好,“博士都有独立的办公室”(Q12),个人满意度也较高,但仍存在高层次人才面临“办公条

件比较拥挤,上完课就回家”( Q16)的状况;另外,理工类高层次人才对实验条件要求较高,由于存

在资源配置的困难,确实难以解决“建一个实验室要投入很多经费,目前学校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Q15)的窘境。 在科研经费的祈盼方面,科研经费是高层次人才从事科研活动的基础,很难想象科

研活动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的科研经费短缺困局,或许“在科研平台较高的高校情况稍好”
(Q6),但在新建地方本科高校,此类“科研资助相对不足,激励不够,较少从事科研交流与参加学术

会议”(Q11)的情况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而科研报账“程序繁琐,每次都要较长时间的准备” (Q7)则

是高层次人才普遍深感无奈的社会现实。
3. 合理的考核评价期望值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考核评价事关高层次人才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考核评价指挥棒,就会有什么样的高层次人才

心理状态与发展行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 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
“改进高等学校评价,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学位论文(毕业

设计)指导以及学生管理与服务,纠正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 同年,教育部印发的

《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强调,“对高层次人才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年薪

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探索建立当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支付方式,建立人才

薪酬待遇与其履职年限、长期贡献相匹配的机制,引导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服务”。 研究发现,合理的

考核评价期望值是高层次人才较为关注的重要论题,对用人单位教学管理制度与教学评价的期待、对
科研奖励机制的期待以及对年终绩效考核合理性的期待引起了高层次人才的普遍关注,对教学评价和

期许、对科研评价的憧憬以及对绩效考核的期盼直接影响着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具体而

言,在教学评价的期许方面,高层次人才普遍认同“教学的中心地位”,认为“教学是良心活”,也愿意投

入较多时间研究课程、教学与教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面对“不同的教师上好一堂课花的时间可长

可短,但在评价时无法进行科学测量”(Q12)等问题时略显无奈;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潜心研究教学的

高层次人才,“在计算报酬时却得不到很好体现,束缚了教师从事教学的积极性”(Q5),对于新建本科

院校,由于教学任务较重,“每天都要花较长时间从事教学准备工作,从事科研的时间实在有限”
 

(Q13)。 在科研评价的憧憬方面,高层次人才对此有较高的期待,对于有硕士、博士学位点的高校,学
科平台较高,学校比较重视科研,“高层次人才在科研工作中都能得到不错的回报,科研积极性较高”
(Q6),而对于新建本科院校,学科层次不高,“教学工作任务较重,要兼顾好教学与科研工作确实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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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在绩效考核的期盼方面,高层次人才对绩效的分配反映不一,制度比较健全的高校,“年终绩

效能较好体现教师教学与科研工作付出”(Q7),教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相对较高,而对制度不够完善

和健全的高校,高层次人才的“辛勤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Q10),对此比较失望;另外,高层次人才

对比行政工作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分配后,发现“行政工作人员拿满绩效较容易,而专业技术人

员则困难较多”,感觉二者之间的公平性不够。
(二)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内外情境通过流动效价间接影响流动意愿

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内外情境包括全面的服务保障期望值、理想的社会适应期望值以及优良的

人才环境期望值,流动的内外情境是指外在的环境条件与高层次人才的心理预期产生作用时的感

受与体验,如果说流动效价与经济价值直接相关,那么流动的内外情境则是指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

的主观体验与感受。 全面的服务保障期望值、理想的社会适应期望值以及优良的人才环境期望值

通过流动效价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1. 优良的人才环境期望值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优良的人才环境是指高层次人才生活的空间氛围和社会条件,对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是浸

润式的、潜移默化的以及润物无声的。 研究发现,用人单位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人才是发展根本的承诺、
在用人单位能静下心来把事业做好以及在用人单位能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引起了高层次人才的普遍

关注,优良的人才环境期望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一是高层次人才对

用人单位重视人才的期许会影响其对人才科研氛围和工资福利的理智辨识,进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

动意愿。 例如,在科研氛围方面,Q 省面向全世界的高层次人才连续多年举办“人博会”,设置“人才

日”,在西部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Q2);在工资福利方面,“Q 省完善系列人才服务制度”(Q7),提高人

才引进待遇,但“人才津贴在不同的单位发放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单位发人才津贴,我们就没有”
(Q15)。 二是高层次人才对安心工作的憧憬会影响其对科研发展的理性考量,从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

流动意愿。 例如,科研是高层次人才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通常而言,高层次人才“流不流动”以及“该
不该流动”的前提是流动有没有科研发展的价值,“只要把科研做好,在哪里都有机会和平台,所以先

安下心来把科研工作做好”(Q4);况且,频繁的流动是不利于高层次人才科研发展的,“不想再流动了,
还是安心把工作做好,学会在工作中享受幸福和快乐”(Q16)。 三是高层次人才对自我价值的祈盼同

样也会影响其对科研发展的理性辨识,做自己擅长的事往往会使高层次人才呈现出开心和幸福的心理

状态。 例如,“我比较喜欢自己的专业,感觉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觉得比较开心和快乐”
(Q9);此外,高层次人才也存在发展瓶颈,如“工作中找不到方向”(Q8)也是常有的事,此时更需要管

理者的等待、鼓励和扶持,或许再次接受硕士或博士导师的指导是一条有效路径,“导师有很多项目和

平台,现在重新加入他的团队,对未来更有信心”(Q6)。
2. 理想的社会适应期望值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理想的社会适应是指个体逐渐接受现有的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对社会环境的变

迁、刺激、发展与变革能够在规则范围内做出适宜反应的过程。 一般而言,高层次人才的倔强、坚韧

与正直等品质或许与高层次人才的“高”密切相关,但高层次人才对积极融入邻里生活建立归属感

的冀望、对努力工作提高个人能力和水平的冀望以及对文化偏好提高生活质量的冀望已成为其适

应社会的共同愿望,理想的社会适应期望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一是高层次人才对生活适应的期许影响其对生活归属和邻里关系的理性辨识,进而影响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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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流动意愿。 在生活归属上,文化和语言背景不同的高层次人才在建立归属感上可能会面临一

定的困难,如“除了工作,基本与外界较少联系,感觉没有归属感” ( Q10);在邻里关系上,较多高层

次人才深切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强调“平时大家要相互走动,多寻找沟通交流机会,多培养共同

兴趣爱好”(Q7)的重要性,“邻里之间相互尊重就好,有困难时相互帮衬一下” ( Q7)。 二是高层次

人才对工作适应的憧憬会影响其对科研效能和教学境况的理智考量,从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

意愿。 例如,高层次人才对比了博士毕业前后的论文发表效能,“平时工作中多向老教师请教”
(Q2)是一条有效途径,但有高层次人才认为“读博期间容易发论文,工作以后感觉发论文难度增加

了”(Q8);另外在教学境况方面,高层次人才在“在教学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有时候不知道该怎

么办”(Q3)。 三是高层次人才对文化适应的期盼会影响其对西部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及个人文化偏

好的判断,从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例如,对西部地区文化发展高度肯定,“在工作和生活

中幸福感较高,很愿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Q1),“正好可以利用假期领略一下地方民族文化,这是

一种美好的人生经历” ( Q14);但仍存在肯定性不高的评价,如西部地区“文化思想观念开放性不

足,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Q11)。
3. 全面的服务保障期望值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

全面的服务保障是与相应时空视域下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取的社会支撑、优质条件以及资

源配置密切相关,生活优质与工作高效往往成为其重要评判尺度。 高层次人才对全面的服务保障

具有与生俱来的理论想象,这充分映射了只有“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有“尊重创造”价值本能,希
望用人单位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体现人才引进诚意、希望用人单位升级工作设备内涵并完善维护质

量以及希望有立体化的生活服务质量已成为高层次人才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全面的服务保障期

待值亦通过三个方面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一是高层次人才对引才服务的期许影响其对

“报销面试往返差旅费、专人联系引才以及解决家属编制”等的理性考量,从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

动意愿。 如 Q 省在推进人才大汇聚上报销了高层次人才面试往返差旅费和住宿费,让高层次人才
 

“感觉比较温馨,比较重视人才”(Q1),并且还有“专人联系引才,感觉比较有诚意” (Q4),但仍存在

解决家属编制上的困境,“妻子学历不高,年龄偏高,不能解决编制” ( Q16)。 二是高层次人才对工

作服务的憧憬影响其对科研工作中资源配置与实验设备的理智辨识,进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

意愿。 科研设备既是高层次人才科研发展的物质基础,亦是对高层次人才工作服务的重要体现,高
层次人才对此较为关注,总体上西部地区的“实验设备管理较为规范,师生利用率较高,人才培养成

效明显”(Q3),但仍存在个别高层次人才对科研配置要求较高,“现在的单位科研资源配置远远达

不到要求,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到省外做实验” (Q10),也存在个别“实验设备比较陈旧,师生利用率

不高”(Q15)的情况。 三是高层次人才对生活服务的期盼影响其对人才服务制度、单位生活设施等

的系统思考,从而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如:在人才服务制度方面,Q 省有完善的人才服务

制度,“服务内容比较全面,确实解决了高层次人才生活方面的许多问题” (Q12),但仍存在“新校区

设施不完善,进城购物不方便”(Q5)以及“大学城的高层次人才购房有一定的优惠,而我们单位却

没有”(Q3)的现实困境。
(三)流动效价与内外情境在高层次人才流动期望值和流动意愿之间起着不同调节作用

1. 流动效价的调节作用

流动效价包括经济待遇、科研发展和考核评价三个方面,三者在高层次人才流动期望值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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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各有侧重。
一是经济待遇的调节作用不同。 例如,Q15 是 Q 省本土培养的一名年轻女博士,来自农村,父

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弟弟妺妺上学,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她是农村飞出的“金凤凰”,家中父母对自

己的女儿如此争气无比自豪,对 Q15 也产生了更多的期待,Q15 也是相当努力,年纪轻轻就是单位

的科研骨干,但 Q15 博士毕业时面临着结婚、生子、照顾家庭等现实问题,选择就业单位时的首要考

量标准就是经济待遇,包括人才引进安家费、住房等;与 Q15 不同,Q3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先生在 Q
省的外资企业工作,因为先生受单位派遣有随时离开 Q 省的可能,在签订就业合同时 Q3 不敢按规

定年限签订,只能协商签订灵活协议,对安家费和住房等不予考虑。
二是科研发展的调节作用不同。 随着西部大开发不断深入人心,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已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广大高层次人才已把投身西部发展作为为国建功立业的平台与空间。
例如,Q1 属 Q 省从发达地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Q1 来 Q 省虽有经济因素考量,但 Q1 表现出更多的

是对西部地区发展潜能的无限期待和向往,Q1 本、硕、博均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已完成两项国家

课题,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积极服务 Q 省农业特色产业;与 Q1 相似,Q6 与 Q1 属同一学科,充
分利用导师的平台与项目,积极招才引智,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潜能与空间;但仍存在如 Q8 一样的高

层次人才,来 Q 省是感觉 Q 省职称评聘要求低,最后发现科研方面出现了瓶颈,找不到研究方向,遂
产生流动意向。

三是考核评价的调节作用不同。 考核评价是指挥棒,对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调节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但在不同的高校又各有侧重。 例如,Q6 工作单位为硕士、博士点的高校,他认为在考核评

价方面激励机制较好,只要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大家积极性较高;而 Q12 所在单位为新建本科院

校,她对“教学评价的模糊性”感触颇深;Q10 感觉“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Q11 对行政人员与教师

的考核评价存在异议。 研究发现,对考核评价持消极态度的高层次人才均存在流动意向。
2. 内外情境的调节作用

内外情境涵盖人才环境、社会适应以及服务保障三个因素,三者在高层次人才流动期望值和流

动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
一是在人才环境方面,优质的人才环境具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人才氛围朝气蓬勃,整个社会呈

现积极的发展态势,是高层次人才安家乐业的重要居所。 例如,Q7 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东部

地区,读博期间从网络上了解到 Q 省整套完整的人才保障制度,内容包括从孩子教育、购房、买车等

项目,再加 Q7 对 Q 省的气候环境和多彩民族文化较为推崇,博士毕业后刚好有机会与 Q 省一所科

研平台相对较好的高校达成就业协议,于是举家奔赴 Q 省,目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小有名气,家庭

和谐幸福;与 Q7 不同,Q2 是 Q 省籍在发达地区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看到西部大开发为家乡带

来的机遇和平台时,Q2 博士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建功立业,目前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
二是在社会适应方面,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是高层次人才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高层次人才只

有具有较好的生活适应能力、工作适应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才可能经营好未来的幸福生活。 在这

方面,Q9 树立了较好典范,Q9 主攻“儿童社会教育”,充分利用自己中小学工作经历、农村成长环境

以及家庭教育资源,成功整合好个人事业与家庭教育的关系,目前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近年来产

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与 Q9 不同,Q11 主观认为 Q 省文化落后,思想保守,且个人不愿

融入 Q 省本地人社会生活,结果是选择离开 Q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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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服务保障方面,用感情投资、待遇吸引和平台嵌套已成 Q 省招才引智的重要法宝。 在这

方面 Q4 体会较深,Q4 同样是 Q 省在发达地区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在读博期间就有 Q 省单位与之建

立了长期的联系,并提供生活上的关心和专业上的发展支持,Q4 毕业后顺其自然进入 Q 省就业,目
前在服务乡村振兴上已成为相关领域的行业专家,广受乡村人民的欢迎与喜爱;与 Q4 不同,Q10 是

Q 省引进的非 Q 籍高层次人才,本身的专业对科研设备要求较高,再加个人所学专业亦非大众化专

业,因此 Q4 每年都利用寒暑假到省外购买实验服务,这从一定层面折射出 Q 省科研服务还存在一

定优化提升空间。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待遇期望值等六个主范畴对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存在显

著影响,研究探索性地构建了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即

“直接原因→内在动因→内外情景→流动意愿”模型)。 该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心理学家维克

托·弗鲁姆(Victor
 

Vorom)在《工作与激励》中阐明的期望理论,即人的某项行为的激励力取决于其

对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效价值)及达成该结果的可能性评估(期望值),激励力(Motivation)的大小

等于效价值(Valence)与期望值( Expectancy)的乘积。 另外,研究结果同样能较好阐释劳动经济学

视角下“人才流动本身是一种投资行为”的科学论断,对“教授的薪酬水平和薪酬满意度显著影响其

流动决策” [33]也起到一定的理论支撑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本研究除了验证、阐释和支撑已有理论,还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拓展:(1)高

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流动激励力)不仅受其流动行为的价值评价(流动效价)及达成该行为结果的

可能性评估(流动期望值)的直接影响,还受流动效价值和流动期望值的交互作用,二者共同构成高

层次人才流动的理智辨识测度,对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抑或“安定”起着决定性影响。 (2)高层次

人才的流动是一种投资行为,由物质待遇、精神生活及制度保障共同构成的内外情景(薪酬水平和

满意度等)通过流动效价间接影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 (3)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既

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流动效价和内外情境在高层次人才流动期望值和流动意愿之间所起的调节

作用各有侧重,需引起高度重视。 (4)研究构建了基于六个主范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子,这是通

过文献研究与扎根田野调查得出的有效结论,这不仅丰富了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作用机制

理论,而且为我国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参考。
(二)研究启示

1. 关注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心理收入”,运用补偿策略正视其合理诉求

“经济学‘心理收入’理论强调劳动者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也希望从工作中获得声望、
地位、尊重、友爱而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组织归属感等无形的回报” [34] 。 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

意愿受流动效价(经济待遇、科研发展和考核评价)和内外情境(人才环境、社会适应以及服务保障)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高层次人才在流动过程中不仅追求经济收入(有形的或物质的回报),同
样也追求心理收入(无形的或非物质的回报),经济收入和心理收入相辅相成、彼此转换,二者共同

构成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心理趋向力。 因此,关注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心理收入,需要运

用补偿策略正视其合理诉求,正确认识高层次人才流动是劳动力价格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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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规避高层次人才无序流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客观看待高层次人才在高校

间的正常流动,营造宽容的人才流动基层文化,激活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价值,完善高层次人才流动

的补偿机制。 破除高层次人才流动内部治理体制和机制障碍,帮助高层次人才在新的工作环境中

重新积聚人力资本,疏通高层次人才发展渠道,健全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与生活的制度,营造自

主探究的学术文化,为汇聚高层次人才创造条件。
2. 营造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教育环境,强化平台建设“提升其发展机会”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校学科平台(硕士点、博士点等)优势不突出,受制于地理

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环境以及高校政策和环境的差异,西部地区高校在人才竞争中处于

劣势地位,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费尔南德斯-朱比特
 

(Ann
 

Fernandze-Zubieta)
 

等人研究发

现,“高层次人才流动的作用机制是‘高声誉院校有利于快速获取最新的学术动态进而开展高质量

的学术研究’” [35] ,对于以学术创新为志业的高层次人才而言,或许这是决定其“流动抑或安定”的

关键要件之一。 无疑,高声誉院校的基础是建设高质量的学科平台,营造有利于西部地区高校人才

流动的教育环境,依托高质量学科平台吸引优秀高层次人才加盟,充分发挥已有高层次人才的作用

和潜能,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良的学术环境与成长空间。 此外,西部地区高校应立足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针对“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异质性” [36] 特征,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

神,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6] ,以举办特色鲜明的地方应用

型本科院校为目标,突出高校人才培养的初心与使命,立足高质量发展标准和要求,整合人、财、物
等各类教育资源,合理调整学校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规划教学平台和科研机构建设,提升教

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搭建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新机制,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同步发展,为
人才大汇聚提供平台与空间。

3. 规范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社会治理,完善制度保障“引导其有序流动”
本研究探讨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在研究结论上从不回避人才的正常流动,强调

要理性看待高层次人才流动问题,“推拉理论指出,高校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从作用力方向来看,是
人才流出高校和地区推力与人才流入高校和地区拉力的共同结果” [37] 。 值得注意的是,人才流动

的最佳状态是人才环流,人才环流理论认为人才流动应既有输出、也有输入,过度静止或流动都不

利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应在一种动态中保持组织的创新活力,在人才流出与人才流入过程中保持

人才流动的张力,推进人才流动中输入与输出动态平衡,完善人才流动制度保障,引导高层次人才

有序流动,充分发挥人才流动带来的“增量效应” 与“存量潜能”。 基于此,西部地区高校所在省

(市)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持续优化人才环境社会治理,规避“城市空气污染与人才

流失的恶性循环” [38] ,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

知》文件精神,建立省(市)之间、高校之间高层次人才流动沟通交流平台,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联盟主

体责任,规避无视人力资本市场肆意“高薪挖人”,构建人才流动失信惩戒制度,加强对人才流动的

约束和管理,从政策上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形成良好的高层次人才流动生态环境。
4. 注重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的价值引领,优化人才环境“培养其情感认同”
西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人才流动已然成

为一种新常态,利用好高校人才流动的拉力因素,克服推力因素,尊重市场规律,引导高层次人才合

理有序流动” [37] ,
 

实现从“人才流失”向“人才环流”的转变。 人才环流理论强调,合理的人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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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促进高校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增强科研活力,加强学术创新,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内涵式发

展。 “在人才环流背景下,文化和身份认同促使散居者(Diaspora)及在其他国家工作和学习的科技

人才选择回到母国工作或建立联系” [10] 。 显然,人才环流理论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新的启示,西部地

区高校应注重高层次人才流动的价值引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注重“‘中国

实践’与‘全球视野’兼顾的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39]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时代观和发

展观,强化高层次人才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行师德师风

一票否决制,鼓励人才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建功立业,营造高层次人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的良好氛

围。 此外,应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增强高层次人才对学校的身份认同、情感依附和

心理归属,在学术的道路上讲求十年磨一剑,培育气定平和、安心事业、潜心教学和专心学术的良好

氛围,提升高层次人才文化适应能力,增强高层次人才生活保障服务,切实把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和

待遇留人落到实处,增强高层次人才对学校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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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level
 

talents
 

are
 

the
 

factor
 

of
 

labor
 

force
 

in
 

productivity
 

and
 

the
 

decisive
 

factor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flow
 

of
 

high-level
 

talents
 

is
 

a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
 

presented
 

by
 

labor
 

prices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Driven
 

by
 

the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policy 
 

the
 

contradiction
 

of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still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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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ve
 

shortage
 

of
 

talent
 

resources
 

caused
 

by
 

the
 

pressure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hard
 

indicators
 

such
 

as
 

doctoral
 

ratio
 

and
 

professor
 

ratio
 

is
 

still
 

severe.
 

Attracting
 

outstanding
 

high-level
 

talents
 

to
 

join
 

has
 

become
 

a
 

key
 

element
 

for
 

universities
 

to
 

w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social
 

consensus
 

has
 

prompted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units
 

to
 

adopt
 

a
 

talent
 

poaching
 

model 
 

which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reasonable
 

flow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societ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trinsic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flow
 

inten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e
 

new
 

era 
 

the
 

study
 

adopt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six
 

main
 

categories 
 

including
 

high
 

expectations
 

for
 

economic
 

benefits 
 

good
 

expecta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for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comprehensive
 

service
 

guarantee
 

expectations 
 

ideal
 

expectations
 

for
 

social
 

adaptation 
 

and
 

expectations
 

for
 

a
 

good
 

talent
 

environment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of
 

high-level
 

talents.
 

Analyzing
 

the
 

deep-seated
 

reasons 
 

it
 

is
 

found
 

that
 

economic
 

treat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flow
 

intention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r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
 

flow.
 

They
 

directly
 

affect
 

the
 

flow
 

inten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and
 

both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ow
 

value
 

and
 

flow
 

inten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Service
 

guarantee 
 

social
 

adaptation
 

and
 

talent
 

environment
 

constitu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
 

flow 
 

which
 

not
 

only
 

indirectly
 

affects
 

the
 

flow
 

intention
 

by
 

affecting
 

the
 

flow
 

value 
 

but
 

also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ow
 

value
 

and
 

the
 

flow
 

intention.
 

Therefore 
 

the
 

storyline
 

of
 

direct
 

cause
 

→
 

intrinsic
 

cause
 

 belonging
 

to
 

direct
 

cause  
 

→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
 

flow
 

intention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of
 

high-level
 

talent
 

flow
 

inten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its
 

core
 

category
 

can
 

be
 

determined
 

a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high-level
 

talent
 

flow
 

inten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fo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specially
 

based
 

on
 

the
 

model
 

of
 

high-level
 

talent
 

flow
 

inten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duce
 

the
 

flow
 

intention
 

of
 

high-level
 

talent
 

by
 

focusing
 

on
 

psychological
 

income 
 

building
 

development
 

platform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cultivating
 

emo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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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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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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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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